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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研究中
“

四体二用
”

说的确立及其应用

— 读《戴东原集
·

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》

黄 孝 德

理论研究的突破
,

常常造成一代学术风气的转移
。

清代乾隆
、

嘉庆年间说文之学一反宋
、

元以来六书学的传统
,

异军突起
,

开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局面
。

以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
、

王摘《说文解字句读》
、

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
、

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等为代表的四大家
,

在

汉字研究中各具特色
,

成绩卓著
,

形成 了著名的乾嘉学派
。

这一学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
,

但在理论上得力于戴震的
“

四体二用
”

说
,

则是共同的
,

不可否认的事实
。

学习前贤的著作
,

弄懂其传承的脉络
,

对当前字典编写和语言学史的研究都是必要的
、

有意义的
。

戴震
,

字东原
,

清代著名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
,

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
,

经部负责人
。

江永
,

字慎修
,

是戴震的老师
。

江
、

戴师徒之间交往密切
。

《戴东原集
·

答江慎修先生 论 小 学 书》

(以下简称《论小学书 ))) 是一篇重要的学术通讯
,

主要是讨论
“
六书

”

中的
“

转注
”

间题
。

汉字理

论研究中著名的
“

四体二用
”

说
,

就是从这篇学术通讯中提出来的
。

一 汉字理论研究中一篇纲领性的著作

在汉字的理论研究中
,

古文经学家曾经建立过 巨大的功绩
。

他们把数量繁多的方块汉字

用
“

六书
”

给以归纳
,

使之成为一个有规可循的科学体系
。 “

六书
”

的提出是很早的事
。

据《周礼
.

保氏》记载
,

远在周朝
,

我们国家就曾设置学校
,

教授六门课程—
“

六艺
” 。 “

六书
”

是当

时的
“

六艺
”

之一
。

但由于文献不足微
,

这个时期
“

六书
”

的具体内容不十分清楚
。

此后
,

人们对
“

六书
”

进行了不断研究
,

到两汉时期就有三种不同说法
,

斑固《汉书
·

艺文志》 : “

古者八岁入小学
,

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
,

谓象形
、

象事
、

象意
、

象声
、

转注
、

假借
,

造字之本也
。 ”

《周礼
·

保氏》
“

五日六书
”

郑众注
: “

六书
,

象形
、

会意
、

转注
、

处事
、

假借
、

谐声也
。 ”

许慎《说文解字
·

叙》 : “ 《周礼》八岁入小学
,

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
:

一日指事
,

指事者
,

视而可识
,

察而见义
,

上
、

下是也 , 二日象形
,

象形者
,

画成其物
,

随体话油
,

日
、

月是也 ;

三日形声
,

形声者
,

以事为名
,

取譬相成
,

江
、

河是也
, 四 日会意

,

会意者
,

比类合谊
,

以

见指扮
,

武
、

信是也
, 五日转注

,

转注者
,

建类一首
,

同意相受
,

考
、

老是也 , 六日假借鱿

假借者
,

本无其字
,

依声托事
,

令
、

长是也
。 ”

_

班固
、

郑众
、

许慎在汉代都是著名人物
,

然而
,

三家关于
“

六书
”

的名称和次序却不一致
。

汉学是讲究师承 的
,

班固著《汉书
·

艺文志》 ,

多抄 自刘欲的《七略》 。

郑
、

许的说法
,
也可能

来自刘欲
,

因为他们都是古文学派
,

可能都是从刘欲的著作中学到
“

六书
”

之说
,

再加上各 自

的发挥
,

才形成各自的定义和排列系统
。

三家之中
,

许慎最后
,

也是最有影响的一家
。

这是

因为
,

许慎不但对
“

六书
”

下了比较确切的定义
,

而且举例说明
,

这就使
“

六书
”

的内容较为具



体了
。

许慎根据
“

六书
”

的理论
,

著《说文解字》 , “

分别部居
,

不相杂厕
”

①
,

创造性地将九千

三百五十三字 (不包括重文 )
,

按五百四十部首排列
,

既说文
,

又解字
,

这就使汉语字典从编

排到释义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
。

《说文解字》创稿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 (公元 1 00 年 )
,

至今仍被文字学家
、

训话学家视为根底之作
,

原因正在于此
。 几

然而
,

要真正了解《说文》 ,

亦

非易事
。

因为有班
、

郑
、

许三家
“

六书
”

说
,

后来研究《说文》的人竟各持一端
,

任意发挥
。

特

别是
“

转注
”

一门
,

分歧最大
。

戴震曾收集过自汉以来至清代各家有关
“

六书
”

的论述
, “

驳别得

失
,

为《六书论》三卷
。 ”

② 此书已佚
,

仅存其序
,

在《戴东原集》
。

我们根据这篇序言
,

参酌段

玉裁著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 中有关《六书论》三卷的叙述
,

还可以窥见这部著作与《论小学书》的

密切关系
。

《六书论序》说
: “

今考经史所载
,

汉时之言六书也
,

说歧而三
:

一见《周礼》注引郑

司农解 ; 一见班孟坚 《艺文志》 , 其一则叔重《说文解字
·

叙》颇能详言之
。

班
、

郑两家虽可 以

广异闻
,

而纲领之正宜从许氏
。 ” 《年谱》说

: “

先生以六书转注之为互训失其传二千年
,

言六书

者讹谬 日滋
,

为此书辨之
。

《六书论》者
,

论百家言六书者皆多谬说也
。 ” 《论小学书》是专论转

注问题的单篇
,

戴震在《论小学书》 中批评班
、

郑
“

所言各乖异失伦
” ,

而对许慎却十分推崇
,

说
: “ 《说文》于字体字训

,

毋漏不免
,

其论六书则不失师承
。 ”

由此可见
, 《论小学书》 与 《六书

论》三卷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
。 “

六书
”

是研究汉字的纲领
,

戴震自谓对这些间题 已
“

存诸心十

余载
” ,

又长期收集材料
,

写过《六书论》三卷
,

所以《论小学书》可说是深思熟虑之作
。

这篇具

有纲领性意义的著作
,

在汉字理论研究中影响深远
,

至今光耀不灭
。

凡是研究汉字的人
,

不

读这篇著作是可惜的
。

二
“
四体二用

”

说的确立及其应用

《论小学书》之所以值得推崇
,

不在于它完全肯定许慎的
“

六书
”

说
,

而在于它在汉字研究

中创造性地提出了
“

四体二用
”

说
。

许慎
“

六书
”

说影响是很大的
,

但并非无可指责
。

许慎给转注
、

假借所下定义虽然确切
,

但所举例证却有歧义
。

加上《说文》一书又重在说文和解字
,

于象形
、

指事
、

会意
、

形声诸字

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本义说解甚详
,

而转注
、

假借两门限于体例未便多作说明
。

这就造成了一

千多年来在这两个问题上聚讼纷纭
,

莫衷一是
。

假借
,

这里就不去说它
。

以转注而论
,

在戴

震之前
,

大都认为是造字之法而不是用字之法
。

这种看法从班固开始
,

此后绵延不绝
,

生发

出种种对于转注的解说
。

种种解说
,

又可分为两类
:

一类着眼于
“

考老
”

两个例字的字形分析
,

来说明许慎所谓
“

转注
”

应如何理解
。

其影响较

大者有下列各家
。

唐代贾公彦撰《周礼义疏》 ,

在
`

保氏
’

一节疏文中提出
: “

转注者
,

考老之类是也
。

建类一

首
,

文意相受
,

左右相注
,

故 日转注
。 ”

贾公彦大概觉得
,

按许慎定义和所举例字难以说清这

是一种造字法
,

于是就改许慎的
“

同意相受
”

为
“

文意相受
” ,

强解
“

考老
”

两字形体为
“

左右相

注
”

以就
“

文意相受
”

的定义
。

戴震批评裴务齐《切韵》 : “

考字左回
,

老字右转
”

③ 之说
,

大概 由

此而来
。

这是唐宋知名学者闹出的笑话
。

到元代戴侗著 《六书故 》
。

周伯奇著 《六书正讹 》
。

他们都正确地指出了
“

考
”

是会意字
,

“

老
”

是形声字
,

两字造字方法并不一样
,

主张改变转注的例字
。

但还是着眼于
“

考老
”

两字的

字形
,

想改变例字来迁就定义
。

戴震说他们是
“

承用左回右转为转注
,

别举侧山为旨
,

反人为

匕等象形之变者当之
。 ”



与
“

左回右转
”

为转注之说相近似的
,

还有戴震指出的
: “

徐铱
、

徐错
、

郑樵之书
,

就考字

傅会
,

谓祖考之考
,

古铭识通用万
,

于百之本训转其义而加老省注明之
。 ”

也是泥于
“

考老
”

字

形强解形体而就定义所产生的错误结论
。

五代宋初徐铱
、

徐错兄弟
,

都是《说文》的重臣
。

徐铱曾订正《说文解字》 ,

新补十四字于

正文
,

又以经传相承和时俗通用而为《说文》漏载者四百零二宇附于正文之后
,

成大徐本
。

徐

错注意到了汉字形声相生
、

音义相转的规律
,

作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四十卷
,

成就也很大
。

但他

们都没有得到转注的真谛
。

徐楷说
: “

属类成字
,

而复于偏旁加训
,

博喻近譬
,

故为转注
。

人

毛 匕〔音化 ) 为老
,

寿省童亦老
,

故从老字注之
。

受意于老
,

转相传注
,

故谓之转注
。

义近于

形声而有异焉
。

形声江河不同
,

滩径各异
。

转注考老实同
,

妙好无隔
,

此其分也
。 ”

④又说
:

“

故江河同从水
,

松柏皆作木
,

有此形也
,

然后谐其声 以别之
,

故散言之则日形声
。

江河可以

同谓之水
,

水不可以同谓之江河
。

松柏可以同谓之木
,

木不可以同谓之松柏
。

故散言之日形

声
,

总言之日转注… …又寿奎髦省可同谓之老
,

老亦可谓之省
,

往来皆通
,

故 日转注
,

总而

言之也
。 ”

⑤在徐楷看来形声造字法就包含着转注
。

形声与转注之不同
,

不在于形声是造字法
,

转注是用字法
,

而在于就一个个形声字讲
,

它是形声造字法
,

而就一群义符相同的形声字讲
,

他们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的泛指概念可以互相注释
,

这就是转注
。

徐楷的错误是把形声与转注

这两个不同质的问题
,

放在一个统一的大前提下
,

作了偷换概念的论证
,

当然只能得出似是

而非的结论
。

南宋郑樵撰《通志》
,

网罗各类知识合为一书
,

特别是其中二十略
,

颇具创见
。

但《通志
·

六书略》却问题很多
。

《通志
·

六书略序》说
: “

四曰转注
,

别声与义
,

故有建类主义
,

亦有建类

主声
,

有互体别声
,

亦有互体别义
。 ”

也是拘泥于字形
,

想从形声字中分出转注字
,

不过比徐

楷分得更细罢 了
。

《通志
·

六书略》即据此而将形声字列入转注四类
。

分类既繁
,

义多穿凿
,

有些简直不知所云
。

所 以戴震批评
“

徐铁
、

徐错
、

郑樵之书…… 以谐声中声义两近者当转注
,

不特一类分为二类甚难
,

且较义之远近必多穿凿
。 ”

这种
“

强以意解加之谐声字
”

的穿凿附会
,

到王安石作《字说》 ,

陆佃作《埠雅》 ,

以及程颐
、

朱熹等为了宣扬理学而说
“

中心为忠
,

如心为恕
”

等达到高峰
,

完全离开了六书规律而就字形

任意发挥
,

使文字学进入了末途
。

因而被戴震斥之为
“

犹失六书本法
,

歧惑学者
。 ”

还有如元代《六书统》
、

《六书溯源》的作者杨桓
,

提出
: “

转注者
,

象形
、

会意之文不足以

备其文章言语变通之用
,

故必须二文
、

三文
、

四文转相为注释以成一字
,

使人绎之而自晓其

所用之意
,

故谓之转注
。 ”

⑥更是把转注有于形声之法
。

其实
,

形声字都是两文或两文以上的

合体
,

难道都可以谓之转注吗 ? 如果可以
,

那转注在
“

六书
”

中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
,

许慎为

什么要把它列入
“

六书
”

呢 ? 杨桓是无法解释这个矛盾的
。 “

斯说之谬易见
” ,

是用不着多做分

析的
。

另一类是着眼于字音来解释许慎的定义
。

他们把许慎为证明假借定义而举的
“

令长
”

两字
,

“

乃移而属转注
” ,

用来说明
“

转声为转注
”

之说
。

宋代张有著 《复古编》
,

根据《说文》 ,

辨别文字正俗
,

以四声分列诸字
,

首倡
“

转声为转

注
”

之说
。

张有说
: “

转注者
,

展转其声注释他字之用也
,

如其
、

无
、

少
、

长之类
。 ”

又说
: “

假

借者
,

因其声
,

借其义
。

转注者
,

转其声
,

注其义
。 ”
⑦ 自张有

“

转声为转注
”

之说出
,

继之者

众
,

然各有发挥
。

明代赵古则 (拍谦 )著《六书本义》
、

《声韵文字通》
,

提出
: “

转注者
,

转其声

而注释为他字之用者也
。

有因其意义而转者
,

有但转其声而无意义者
,

有再转为三声用者
,



有三转为四声用者
,

至于八九转者亦有之
。

其转之法则与造谐声相类
。

有转同声者
,

有转旁

声者
,

有转正音者
,

有转旁音者
。

有惟取其书而转者
。

转注之别有五
: 日因义转注者

,

如恶

本善恶之恶
,

以有恶也则可恶 (去声下同 )
,

故转为憎恶之恶 , 齐本一齐之齐
,

以其齐也
,

则

如斋 (与斋通
,

下同 )
,

故为斋庄之斋
,

此其类也
。

日无义转注者
,

如荷乃莲荷之荷
,

而转为

负荷之荷 (去声 ) , 雅乃乌雅之雅
,

而转为风雅之雅
,

此其类也
。

日因转而转者
,

如长本长短

之长
,

长
,

因为物莫先焉
,

故转为长 (上声 ) 幼之长 , 长则有余
,

故又转为长 (去声
、

下同 ) 物

之长 ; 行本行止之行
,

行则有踪迹
,

故转为德行 (去声
、

下同 ) 之行
,
行则有次序

,

故又转为

行 (音抗 ) 列之行
,

此其类也
。 ” “

或主意义
,

或无意义
,

然转声而无意义者多
,

学者引申触类而

通其余可也
。

然 自许叔重以来
,

以同意相受考老字为转注
,

依声托事令长字为假借
。

之说既

兴
,

郑元以之解经
、

夹捺 (郑樵 ) 以之成略
,

遂失转注假借之本 旨
。 ”

又说
: “

老字从人从毛从 匕

者
,

人之毛 匕而白则老
,

会意字也 , 考者
,

老也
,

故从老省定意
,

从万者
,

谐声字也
。

初非

以老字转而为考也
。 ”

⑧ 赵古则也认为许慎所举例字有矛盾
,

他的论述
,

触及到了汉字音义相

转的规律
,

暗示了转注是用字之法
,

然其定义则是
“

转声为转注
” ,

所举例字又与假借用法相

混
,

所以
,

尽管他换了许慎的例字
,

也批评了郑玄注经与郑樵《通志
·

六书略》 中的问题
,

但

并没有在这基础上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
。

值得提出的是明代大学间家杨慎
,

他曾著《六 书索隐》 《答李仁夫人论转注书》
。

杨慎提出
:

“

六书象形居一
,

象事居二
,

象意居三
,

象声居四
。

假借此四者也
。

转注此四者也
。

四象为经
,

假借转注为纬
。

四象有限
,

假借
、

转注无穷也
。 ”

⑨杨慎比赵古则进了一大步
,

他看到了
“

六

书
”

中造字有限而用字无限这对矛盾
,

提出了
“

四经二纬
”

说
,

这是接近
“

六书
”

实际的
,

值得称

道
。

但杨慎有一个错误
,

他认为
“

假借者
,

借义不借音 ; 转注者
,

转音而注义
。 ”

这就把假借和

转注两种用字方法颠倒过来了
。

他的理论
,

仍然可 以看到
“

转声为转注
”

的痕迹
。

这是在戴震

之前最接近戴震学说的一家
。

尽管在《论小学书》中没有提到
“

四经二纬
”

说
,

但戴震很可能是

受了杨慎的影响才提出
“

四体二用
”

说的
。

“

转声为转注
”

之说影响是很大的
,

直到清代的大训沽学家顾炎武仍主其说
。

因此
,

戴震

批评说
: “

虽好古如顾炎武
,

亦不复深省
。 ”

戴震所处时代
,

古音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
。

尽管在戴震之前
,

吴械 已创四声互用之条
。

陈第《毛诗古音考》又提出了
“

时有古今
,

地有南北
,

字有更革
,

音有转移
”

的历史观点
,

并论

述了古无四声的道理
。

江永著《古韵标准》 ,

戴震曾参与其事
。

在江
、

戴的著作中解决了入声

兼配阴阳的问题
。

其他问题也尚未深究
。

在戴震之后
,

江有浩
、

王念孙等提出了
“

古四声与今

不同
”

说
。

段玉裁提出了
“

古无去声
”

说
。

直到黄侃才提出
“

古抵平入两声
”

说
。

上古汉语中的调

类
、

调值问题
,

至今不得确论
。

戴震必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
,

他认为
“

在古今音读莫考
”

的情况

下
,

强把转声作为转注的理论根据
,

是不妥当的
。

戴震写道
: “

如好恶之恶
,

今读去声
。

古人

有读入声者
。

美恶之恶
,

今人读入声
,

古人有读去声者” ·

…窃意未有四声反切之前
,

安知不

为一音乎 ? 据此言之
,

转声已不易定
,

转注
、

假借何以辨?
”

戴震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朴学精神

是值得称道的
。

文字研究
,

不外形
、

音
、

义三者
,

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
,

并从各自研究的对象中寻找它

本身的矛盾
,

才能解决各 自的课题
。

一千多年来关于
“

转注
”

间题的争论
,

无论是
“

左回右转为

转注
”

或
“

转声为转注
” ,

之所以得不出科学的结论
,

就是脱离了语言的实际
,

没有从字义历史

发展的角度去研究
“

转注
” 。

在清代
,

江慎修是一位有成就的语言学家
,

他是第一个悟 出了要



从本义
、

引申义
、

假借义这个全面解释词义的角度来考虑转注
、

假借间题 的人
。

他在给戴震

的信中提出
: “

本义外展转引申为他义
,

或变音或不变音皆为转注 , 其无义而但借其音或相似

之音则为假借
。 ”

这就是说
,

转注是本义的引申
,

假借则是同音或相似之音 的替代
。

江慎修完

全摆脱了
“

左回右转为转注
” 、 “

转声为转注
”

这类陈腐学说的侄梧
,

是文字学史上应当记上一

笔的大事
。

在江慎修之前
,

还没有谁明确地提出过这个问题
。

然而
,

江慎修尽管悟出了转注

是本义的引申
,

假借则是同音或相似之音的替代
,

他却在文字训释中碰到了
“

字之本义亦有不

可晓者
”

这个辣手的问题
。

这是因为
,

在汉语中有些多义单音词的字义
,

由于历史发展的线索被

打乱
,

常常枝蔓横生
,

本义难以确定
。

这又和假借字有关
。

常常是一个字被借作他用
,

有时

久借不归
,

本义被人遗忘
,

而假借之后
,

又引申出新的字义
。

江慎修碰到了这种转注与假借

的交叉关系
,

提出来和戴震讨论
。

戴震说
: “

震之疑不在本义之不可晓
,

而在展转引申为他义有

远有近
,

有似远义实相因
,

有近而义不相因
,

有绝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强言其义 o" 字义引

申的过程是复杂的
,

碰到这种复杂情况
,

关键在于确立转注与假借的界说
,

破除
“

左回右转为

转注
” 、 “

转声为转注
”

这两种谬说所造成的
,

把形声
、

假借混作转注
。

尽管形声
、

假借与转注

都有关系
,

但各自的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
。

戴震说
: “

区分假借一类而两之
,

殆无异区分谐声

一类而两之也
。

六书之谐声
、

假借
,

并出于声也
。

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 , 假借依声托事不

更制字
。

或同声或转声
,

或声义相依而俱近
,

或声近而义绝远
,

谐声具是数者
,

假借亦具是

数者
。

后世求转注之说不得
,

并破坏谐声
、

假借
,

此震之所惑也
。 ”

谐声是造字之法
、

假借是

用字之法
,

这两种都是明确的
,

不能从这两类中去求转注
,

只有从整个六书的系统上考虑转

注
,

才能得到转注的真意
。

戴震是相信许慎六书说必有师承的
,

他是不可能乱下定义
、

乱举

例字的
。

戴震说
: “

考老二字属谐声
、

会意者
,

字之体
,
引之言转注者

,

字之用
。 ”

所谓转注
,

就是
“

古人以其语言立为名类
,

通以今人语言
,

犹云互训云尔
。

转相为注
,

互相为训
,

古今语

也
。 ”

戴震认为
,

字书中的转注
,

犹如训沽中的互训
, 《说文》的转注用字法

,

早在《说文》之前

的《尔雅》中就已普遍使用
。

转注是讲字义的互相训释
。

时有古今
,

地有南北
,

字有更革
,

音

有转移
,

有了转注
,

则
“

别俗异言
、

古雅殊语
,

转注而可知
,

故 日建类一首
,

同意相受广

《尔雅》中的互训全是转注用字法吗 ? 戴震之后的朱骏声作《说文通训定声》时
,

对此提出

了异议
。

朱骏声检查了《尔雅》 中数字共一义的互训
,

发现其中混进了一些假借用字法
。

在这

一点上
,

朱骏声比戴震精密
。

尽管如此
,

戴震明确断定《说文》中的转注
,

犹如训话中的互训
,

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
。

它加深了我们对《说文》的理解
。

使我们懂得
,

许慎著《说文》
,

不光是

说文和解字 (即研究文字结构及其本义 )
,

而且也注意到了文字在使用过程中的互相训释
。

这

在词典学中
,

和研究文字本义一样
,

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间题
。

在现代词典学中
,

有所谓语词

式释义方式
。 “

转相为注
,

互相为训
” ,

就是语词式释义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的释义
。

戴震明

确断定转注犹如互训
,

可谓得到许说的精义
。

《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》从解决
“

转注
”

问题入手
,

通观整个
“

六书
”

系统
,

提出了
“

四体二

用
”

说
。

戴震写道
: “

大致造字之始
,

无所凭依
。

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
,

指其事实日指事
,

一

二上下是也
;
象其形之大体日象形

,

日月水火是也
。

文字既立
,

则声寄于字
,

而字有可调之

声
; 意寄于字

,

而字有可通之意
,

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
。

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日谐声
,
声不

谐而会合其意日会意
。

四者
,

字之体止此矣
。

由是之于用
,

数字共一用者
,

如初
、

哉
、

首
、

墓之皆为始
,

卯
、

吾
、

台
、

予之皆为我
,

其义转相为注日转注 , 一字具数用者
,

依于义以引

申
,

依于声而旁寄
,

假此以施于彼者日假借
。

所以用文字者
,

斯其两大端也
。 ”

戴震
“

四体二



用
”

说一出
,

使文字理论研究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间题得到了解决
。

据说
: “

江先生得其书
,

谓众说纷纭
,

得此论定
,

诚无以易
”

(见《戴东原先生年谱 )))
。

可见
,

江慎修是赞成这一创见的
。

戴震的
“

四体二用
”

说
,

划清了造字方法与用字方法的界限
,

使研究文字的本义与引申义

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界说
,

其影响是巨大的
。

清代《说文》四大家段玉裁
、

桂馥
、

王摘
、

朱

骏声正是在这面理论旗帜下集合拢来
,

在乾嘉年间兴起《说文》之学的巨澜
,

被誉为乾嘉诸老
。

清代训沽学家王念孙
、

王引之父子
,

在训沽学上振兴汉学
,

努力研究文字的本义
、

引申义
、

假借义
,

他们在字义训释
、

通假界说上比前辈训话学家进了一大步
,

因而业绩辉煌
,

也受益

于戴震的
“
四体二用

”

说
。

《说文解字
·

叙》段玉裁注
: “

六书者
,

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
。

有指

事
、

象形
、

形声
、

会意
,

而字形尽于此矣
。

字各有音
,

而声音尽于此矣
。

有转注
、

假借
,

而

字义尽于此矣
。

异字同义日转注 , 异义同字日假借
。

有转注而百字可一义也 , 有假借而一字

可数义也
。

字形
、

字音之书
,

若太史摘著大篆十五篇
,

殆其一端乎
。

字义之书
,

若《尔雅》其

最著者也
。

赵宋以后言六书者
,

胸襟狭隘而不知转注
、

假借所以包括训话之全
,

谓六书为仓

领造字六法
,

说转注多不通
。

戴先生日
:

指事
、

象形
、

形声
、

会意四者
,

字之体 , 假借
、

转

注二者
,

字之用也
。

圣人复起
,

不易斯言
。 ”

段玉裁完全同意
“

四体二用
”

说
,

并持此以注 《说

文》
。
《说文解字段玉裁注》

,

是乾嘉年间《说文》之学复兴的标志
,

他大量引用经典文字来注说

文
,

寓
“

作
”

于
“

述
” ,

注意分清造字本义与用字的转注义
、

假借义之间的发展变化
,

被王念孙

誉为
“

盖千七百年以来无此作矣
。 ”

L段玉裁在文字研究上的成就
,

其理论上就是得力于
“

四体

二用
”

说
。

桂馥著《说文解字义证》 ,

述而不作
,

大量搜寻例证
, “

敷佐许说
,

发挥旁通
,

令学

者引申贯注
,

自得其义之所归
。 ”

⑧王绮著《文学蒙求》 ,

存象形
、

指事
、

会意
、

形声四卷
,

而

根本不提转注
、

假借
。

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
“

四体二用
”

说在字说上的具体应用
,

说明 《通

志
·

六书略》式的字说系统
,

已被
“

四体二用
”

说取代了
。

三 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

当然
,

我们肯定 《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》在文字语言学史上的贡献
,

并不是说其中所提

到的间题全是对的
。

戴震在提出
“

四体二用
”

说时
,

附带提到两个间题
,

值得商榷
。

首先
,

是
“

六书
”

次序问题
。

许慎把指事置于象形之先
,

又将形声置于会意之前
,

并不符

合汉字产生
、 卜

发展过程中
,

由具体到抽象
、

由简单到复杂这一规律
。

在这个 问 题 上
,

班 固
“

六书
”

说是可取的
。

然而
,

戴震却是许而非班
,

尚欠周密
。

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
,

用不着多

说
。

其次
,

戴震提出转注即互训
,

和江慎修提出的转注是本义的引申
,

这两个命题并不矛盾
。

江慎修是从字义发展的历史顺序来讲转注 , 戴震是从字与字之间互相训释来讲转注
。

两者本

可以互相补充
,

把转注讲得更加清楚
。

然而
,

戴震过分相信许慎的定义及其所举例字
,

从而

提出
“

数字共一用者
,

其义转相为注日转注 ; 一字具数用者
,

依于义以引申
,

依于声而旁寄
,

假此以施于彼者 日假借
。 ”

这就将文字的引申义也算作假借
,

是不妥当的
。

在戴震之后
,

段玉

裁照搬此说
,

所 以在段注中常常把引申义当假借看待
,

这是在读段注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
。

清代嘉庆年间洪亮吉著《六书转注录》十卷
,

把《尔雅》
、

《说文》
、

《释名》
、

《广雅》
、

《小尔雅》

中的互训分篇类纂在一起
。

后又以此为基础
,

依《尔雅》释沽
、

释训
、

释言的体例
,

属辞比事
,

将经传遗言和老
、

庄
、

管
、

荀
、

史
、

汉等著作中的材料汇集在一起
,

写成 《比雅》一书
,

也是

以戴震的转注说为理论基础的
。

洪亮吉把转注处理得更宽
,

竟至把假借都包容进去了
。

这也



“

飞 石
, ,

— 读鲁迅著作渭记之二

会 牛

《故事新编
。

理水》 中有一个乡民出去捞

水草
,

有官船来了
,

他因为躲避得慢
,

吃了

一下官兵的飞石
。

头上肿起一块乌青的疙瘩
。

这飞石
,

原是一种原始 的战具
, 《汉书

.

甘延

寿传》 : “

投石拔距绝于等伦
” 。

这种简略战具
,

外国也有
。

雨果在《晨星》一诗中有这样的诗

句
: “

我是充当前驱的星辰
,

我是种籽
,

人们

以为它已死亡
,

然而它又再生
。 · ·

… 我是火

红的金质的石子
,

上帝曾用投石带将它抛出

去射击黑夜昏暗的前额
。 ”

并接着写道
: “

起来

吧
,

道德
,

勇气
,

信心 ! 思想家们
,

到城楼

上去吧
,

充当哨兵 ! ”

不过两者目标不同
。

雨

果的诗是把晨星比作上帝用抛右带打出去的

火红色的金质的击向黑夜 昏暗的前额的光辉

的石子
。

而《理水》 中腐败官僚则是指使他们

的鹰犬用来驱赶
、

镇压老百姓的用具
。

可见戴震转注
、

假借说不够周密的流弊
。

在清代
,

只有朱骏声看出了这个问题
。

朱骏声作《说文

通训定声》 ,

提出
: “

凡一义之贯注
,

因其可通而通之为转注
; 一声之近似

,

非其所有而有之为假

借
。

就本字本训而因以展转引申为它训者 日转注
;
无展转引申而别有本字本训可指明者曰假

借
。

转注无它字即在本字
,

故转注居假借之前
;
假借无本字而偶用别字

,

故假借附六书之末
。 ”

公

基于这样的认识
,

朱骏声大刀阔斧地修改了许慎关于转注
、

假借的定义
,

一

重举新的例字
。

朱

骏声的转注
、

假借说
,

与江慎修的说法十分近似
。

朱骏声非常聪明
,

他继承了戴震的
“

四体二

用
”

说
,

同时
,

又肯定了江慎修的成就
,

排除了戴震把引申义当假借义的错误
。

朱骏声作《说文

通训定声》 ,

做了三件有意义的工作
:

一是
“

说文
” ,

讲文字结构和造字本义
,
二是

“

通训
” ,

讲

用字的转注义和假借义
, 三是

“

定声
” ,

按古韵十八部 (杂用段玉裁和王念孙古韵分部 )将 《说文》

九千多字按音系排列
,

以
“

著文字声音之原
” 。

朱骏声把文字形
、

音
、

义三者结合起来
,

以
“

说

文
”

作为字义转注的基础
,

以
“

定声
”

作为假借的条件
,

从而把字义按历史发展的线索归纳成本

义
、

引申义
、

假借义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
,

开了汉字研究的新局面
。

尽管《说文通训定声》还

有其他一些问题
,

但这个字义系统
,

从今天字典的高度看
,

也还是科学的
、

值得肯定的
。

在

这个方面
,

朱骏声的成就
,

又远在江慎修
、

戴震之上
。

注释
:

① 许慎 《说文解字
·

叙》
。

② 《戴东原集卷三
、

六书论序》
。

③ 裴务齐曾为《切韵》增字
。

此文引自《洪武正韵卷三
。

十三巧》
“

考
”

字注引
。

④ 《说文系传 》卷三十九卷首
。

⑤ 《说文系传》卷一
“

上
”

字注
。

⑥⑨ 均引自胡祖玉
: 《六书浅说 ))o

⑧ 赵构谦
: 《转注论 》 (见四库全书卷二百十七

·

六艺之一录 )
。

⑨ 又顾炎武 《音论卷下
·

六书转注之解》亦曾引用此文
。

9 《说文解字段玉裁注
。

王念孙序》
。

@ 桂馥
: 《说文解字义证

。

张之洞序 ))o

@ 朱骏声
: 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卷首

。


